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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贺仲明《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一文全面否定近代知
极意义，忽视了知识分子爱国、救国的实践活动，也忽视了众多中外学者在这方面的
主观目的，在未进行认真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得出有悖史实的结论。对于中
题采取如此轻率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文中存在的明显的史实错误也需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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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质疑和反思近代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论著层出不穷，例如刘禾《一

—国民性话语质疑》（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周宁编著《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
007年版）、摩罗《国民性批判”是否可以终结？》（《中华读书报》2008年10
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等。在此基础上，《探索与争鸣》
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的文章《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以下简称“贺
成热潮，但是像这样激烈地全盘否定国民性批判的文章，却让人很难不特别加以

 
一、结论从何而来？ 

国民性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的“近代”是从1840年至
对此作了大量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即把改造国民性的运动看作是一
蒙运动。要想质疑和推翻这一定论，当然需要提出充分的史实作为依据。然而贺
献”，没有一项是历史资料，都只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而引述的结论性话语，其中
文章表明作者并没有对其所论述的问题作相应研究，就得出了一些未经论证的结论
究的基本原则，只要是谈论历史问题，就都要遵循这个原则。因此贺文得出的结论

文章断言：“所谓‘国民性批判’，不过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臆造出来的一
合理性，也不符合逻辑，值得深入追问和反思。”首先需要明确，“现代知识分子
么身份的——是当时改造国民性运动的参与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评价者？是知
分？如果是部分的话，又是哪一部分？具体何人，如何论述？他们为什么要制造
等。其次，这个“文化谎言”如何不符合逻辑，如何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作者也
有解释他用以作为参照系的究竟是什么逻辑。这些重要前提都没有交代，让人无
结论究竟从何而来。 

 
二、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源流及起因 

贺文说：“反思‘国民性批判’，首先需要从其源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
批判思想萌芽于清末，但是真正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还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辛亥革命失
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思想革命才是启蒙和发动民众最深刻、最合适的方式。于是，在知
命的批判性放弃和对国民性批判的大力提倡，思想启蒙也才成为时代中心话语—
的失败才衬托出了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合理性，凸显了它的超越和进步。” 

令人困惑的是，既然贺文在开首已断言国民性批判“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也不符合
承认它具有“合理性”，岂非前后矛盾？ 

如果说这只是表述不清的话，那还可以忽略不究。问题是在这个论断中，贺
的思想并非只是“萌芽”，而是真正的源头。对于这个真正的源头，我们需要作
败后，梁启超逃离虎口，流亡于日本。一方面客观条件不允许他继续从事实际的政治活
失败的教训使他认识到，政治改革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而国民素质恰是改革成
而上的路，从教育人民做起。非常巧的是，在日本他极大地受到日本思想家福泽
响，由此信念更坚定。据郑匡民著《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
渝吉认为国民素质之高低，与其政治之良恶有直接的关系，从而提出改造日本国
本另一位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通过翻译西方进步思想家的著作，宣传改造人民性
者强调，维新的真正意义应是“人民之一新”。只有人民之一新，才有政体之一新。明治思想
在这种思想推动下掀起的，将改变日本国民的道德品格作为促进现代化的基本工作。据一些



泽渝吉的《劝学篇》就是一部日本的《新民说》。在自身体验和日本思想家的直接影
就新一代国民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此专门创办《新民丛报》，在“创刊词”中热
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历时三年（1902年2月至1905年
民说》（此前曾写作《新民议》不如《新民说》全面），同时也发表其他知识分子介
启超等人的宣传声势浩大，不仅直接作用于当时社会，而且为今后的思想启蒙运动
民”运动几乎同时的立宪运动中，梁启超向国民大力宣传民主思想、介绍宪政知
设的轨道。 

台湾学者黄克武说：“《新民说》在问世之后就深受读者欢迎，可以说是中
西。因此此文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1]日本
是“文明的掌舵人”，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近代中国的国民精神形成史上
[2]

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其他著作在青年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
极大地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正像胡适所说的，《新民说》使他了解中国是一个
到在中国之外还有更高等的民族和高等的文化。胡适说梁启超的这一思想为中国
从此，追求新文化，改造旧文化成为许多青年的理想。张君劢26岁时读了《新民
《新民说》是改造国民脑子的无上良药。毛泽东对梁启超的文章爱不释手，有些可以背下
的团体命名为“新民学会”。陈独秀大力提倡一切新事物：新心血、新人格、新
同时批判中国人的一些坏品质：“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天命，不知道
中国人苟且偷生等等，[3]其言论和思路与梁启超的几乎相同。陈独秀在《新青年》
是学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而成。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喜欢读梁
《清议报》、《新小说》等报刊，还寄给在国内的兄弟。鲁迅经常与挚友许寿棠
“病根”问题，更通过作品深刻剖析国民缺点、尤其奴隶根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

正是在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五四时期掀起了又一次思想启蒙
更多、范围更广、声势更大。五四的思想启蒙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从国民性分析
较研究，在思想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人们一般对清末和“五四”的两次思想启蒙运动比较熟悉，鲜为人知的是，在二十世
三次类似的思想运动。郑大华在《“九·一八”事变后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系
研究》2009年第6期）中介绍说，1806年拿破仑率军占领柏林，著名哲学家费希特不
意志国民的演讲》，阐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力求树立民族自信心，同时
我反省，认为德国的战败是民族利己主义造成的，并指出德意志民族要想复兴，必
“自私自利”。最早向国人介绍费希特和这次演讲是在1915年，为了揭露袁世凯
一条”，唤醒国人对袁世凯卖国行径和日本侵略行径的正确认识，梁启超在北京《大中
（即费希特）的人生天职论述评》，盛赞演讲是“最适于今日中国之良策”。不
费希特。在20年代后，一些留德学生归国，又向国人大力宣传费希特的思想。到了
族危机达到极点，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更受到了高度重视。张君劢等不少人都主张
树立民族自信心，更要反省、批判和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即“民族劣根性”，要以精神建
的复兴。 

而贺文忽略了这些大量史实，既没有分清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源和流，也没有
近代史上的三次改造国民性运动自有其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各自的动力和原因都不
都不是贺文所简单认定的“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性放弃”。进一步分析，启蒙思想家的行
有各人特殊的体验。例如，胡适、鲁迅、张君劢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这一点是共同的。胡
明的亲身体验、张君劢留德的体会等等都加强了他们对国民性的思考。鲁迅的个
学的经历、看中国人麻木旁观同胞受宰割幻灯片所受的刺激、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响等等。历史是复杂多样的，需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考察，仅仅一个简单论断恐怕
要指出，贺文通篇都没有论述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性放弃”是如何具体表
判”，就应该有批判的言论——这不能不说是贺文的一大缺陷。 

 
三、国民性批判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 

贺文说，国民性批判的内涵十分简单。“按照一般的理解，国民性大体上就是指
慰和满足’、‘瞒和骗’，以及被抽象化的‘愚昧’、‘落后’、‘不觉醒’等。我
代知识分子批判和改造的所谓‘民族性格’。”“如此简单而片面的‘国民性’
识分子数代人批判的目标，固然反映了知识分子思想本身的内在缺失，其中也许还蕴
的精神优越感。因为很简单，被知识分子作为‘国民性’代表和具体体现者（典型如阿
表的普通大众。” 

上述对国民性的“概括”，据贺文说是“按照一般的理解”而来，但既然批
就不应该以鲁迅作为唯一的例子，也不能只将鲁迅笔下的阿Q作为“国民性”的代表和体



代知识分子所揭示的国民性，远非如此而已。 

从史实看，历次运动的众多参与者都没有把“爱面子”或“瞒和骗”当作主要批
民说》中批判的落后国民性内容广泛而且深刻。他认为与西方人和日本人相比，中
质：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观念、自治能力、尚武精神等等。梁启超批
“奴隶根性”，目的一是激励国人自强自立自尊、奋起反抗外国的侵略和殖民，二是
反对专制统治。他认为中国人的奴隶性是专制政体造成的，因为国家视民众为奴
视为奴隶。奴隶不管主人的事，所以就不关心国家大事。他在《拟讨专制政体檄》中
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我辈无尚武精神，罪也。然非我
也。”“我辈卑屈，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4]梁启超总结
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5] 

梁启超所说的国民性大都属于政治观念，主要表现为国民的政治素质。他认为权
和国家思想是产生爱国心的基础。进一步看，落后的国民性自然阻碍中国现代化
代化的基础。这种认识与那些“爱面子”之类无关痛痒、不着边际的“国民性”

贺文多次强调他所要反对的是“单纯的国民性批判”，然而，中国近现代知
国民性的运动，包括批判落后国民性和建设良好国民性两项工作，绝不是“单纯

梁启超说：“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
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6]批判落后国民性是为了改造旧国民，培养
民”是具有自由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国家思想、利群思想、合群思想、
自立观念的新国民。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新民身上：“苟有新民，何患无
家。”[7]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时刻，知识分子也是在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前提下才批判落后

由此可见，贺文显然不了解甚至误解了梁启超和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 

 
四、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 

贺文指责知识分子只有批判，没有建设；只有空谈，没有行动；把启蒙运动说
动”，也就是单纯的思想运动，却没看到知识分子的全面的实践活动。对国民性批判的
单化是这一认识的根源。贺文说：“中国启蒙运动崇尚空疏，放弃实践传统，是其最大的
分子应该“在坚持思想独立性的前提下，以实践性的方式投入社会改造和建设。
念，把具有思想建设意义的“思想启蒙”排除在实践之外，以为只有政治行动之
实，思想启蒙本身就是实践，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同时又是直接为政治实践

进一步看，知识分子全体并没有如贺文所说放弃辛亥革命的实践精神。贺文承
承了辛亥革命的实践精神，其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蔡锷等人参与的“二次革命
误：“二次革命”是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于1913年发起的讨袁之役，由袁世凯刺杀
是1915年进步党人联合西南军阀进行的护国战争，也即史学界所说的“护国反袁
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发起和领导的。狭间直树说：“梁启超的一生，是为世人瞩目的波
他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活动，博得了世人的喝彩。适值43岁的梁启
体问题者》一文，点燃了倒袁的火种。袁世凯曾企图用十万元来收买此文而未果。十万元
时代的劳动工人的月收入仅为十元，而此前袁世凯雇人暗杀孙文的赏金也是十万元即可想而知。
梁启超的一篇文章抵得上孙文的一颗人头。） 

当时蔡锷赴西南前线、向袁世凯宣战，梁启超本人则在上海指挥全盘、开展外交活
民众。然而，云南起义后的三个月中，蔡锷几乎是孤军作战，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涉，亲赴西南，取得当地军阀等多方面的支持。反袁力量迅速扭转被动局面，最
发动和领导护国反袁运动，被人们誉为再造共和的英雄。袁世凯死后，又发生张勋
祺瑞举行“马场誓师”，结束复辟丑剧，史称“三造共和”。他开创和推行“民意外交
的身份前往欧洲，监督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并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的利益积极
损害中国利益条约的消息及时传到中国，在自己的报刊上向国民披露，由此而引
可以说，正是梁启超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梁启超又是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报界大总统”、“近代
持的报刊多达十余种，其中多种报刊创中国报刊史纪录。他以报刊为阵地进行政治活
纯政治家不同。例如袁世凯称帝后，控制了国内几乎所有的报纸，操纵舆论、欺
的报纸揭露和声讨袁贼，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披露巴黎和会的消息也是在他主持的
养“新民”，发起“史界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等，极大地促进
湾学者张朋园评价说，梁启超的影响“对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政治、经济、
处，几无出其右者。如舍了任公不谈，都将残缺不整。”[9]  

知识分子中的英雄何止一个梁启超，号称“傅大炮”的傅斯年一炮轰走了行政院
孔的后任宋子文赶下台，大灭“四大家族”的威风，难道不是知识分子独立性和
绝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也对蒋介石当面指斥，显示了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 



除了个人的表现外，知识分子群体以多种方式救国，例如梁启超、孙中山、宋
独秀、蔡锷等以政治救国，张謇、陈叔通等以实业救国，梁启超、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以新
李四光、竺可桢、丁文江等以科学救国，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马相伯、陶行知、梁漱溟等以
德救国，梁启超、郭沫若、侯外庐、钱穆等以学术救国，梁启超、黄遵宪、鲁迅、胡
有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
可泣的业绩。 

一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即是知识分子救国、强国的历史，是知识分子引领
们是民族的灵魂、时代的骄子，他们的功绩永垂青史。 

贺文说，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逃避社会责任，“沦为哗众取宠
民性批判“导致知识分子群体与大众和现实的分离，知识分子的精神也日益孱弱，知
和行动能力。”对照上述史实，不免让人感到十分困惑。 

 
五、贺文的目的 

可以看出，贺文对国民性批判的否定缺乏史实依据，难以成立。问题是，贺
无根据地否定近代史上那样一场浩大的思想运动？而且否定的程度如此彻底、言
他那些质疑国民性批判的文章，多把国民性话语看作是“东方主义”的表现，大都有一
的，即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贺文并没有提出这样的看法，看来是另
们找到了答案，即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注。文章指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己的
和行为前提（但也没有指出何为“行为前提”）。“这一点，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因
年的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在大众中的形象已经远不伟岸，其精神状况颇遭疑问
会中的影响力，需要呈现出自己精神的独特力，显示出自己在权力和商业文化面前更高的
气，发出自己更响亮和自主的声音。……要求知识分子切切实实地呈现出自己比普通大
精神，在问题和危难面前更有勇气和信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在社
笔者对国民性启蒙文化进行反思和质疑的重点所在。因为中国启蒙运动崇尚空谈
的内伤。而事实上，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投身实践的精神。” 

由此看来，贺文的目的具体有两点：一是树立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勇气，二是加
神。总的目的则是恢复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伟岸形象和影响力。作者的这种主观
歪曲史实，否定近代知识分子救国运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则不能让人接受。作者可能以
对立面，对之加以批评和贬斥更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主张。殊不知，近代知识分子其


